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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聚中减碳：畅通国内大循环的环境效应

钟粤俊 奚锡灿 陆 铭*

内容提要 改进要素和产品的空间配置可以优化中国产业结构、提高能源

利用效率、实现高质量发展。本文在空间一般均衡框架中引入区域间能源利用

效率差异，定量研究区域间劳动力流动成本和贸易成本对中国经济结构、单位

GDP能耗和总产出的影响。反事实分析表明，降低区域间劳动力流动成本或贸

易成本将提高非农就业占比和人均实际GDP，并使中国的单位GDP能耗显著下

降。上述效应随着集聚带来的规模经济而扩大。本文结论表明，畅通国内大循

环可以同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增长和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使中国经济在

集聚中减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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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2020年 9月，中国明确提出 2030年“碳达峰”与 2060年“碳中和”目标（后文简称

“双碳”目标），并获得国际社会的积极反应。然而，对于减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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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和政界仍然存在许多模糊认识。近年来，为实现单位GDP减排目标①，不少地方

动用了限额、罚款等行政规制手段，有些地方甚至通过控制工业发展速度来减排，引

起了发展和减排之间的矛盾。要实现发展和减排的双赢，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具备全

局视角和一般均衡的思维，不能把目光局限在一时一地的得失上。2022年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两会上指出：“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双碳’目标是全

国来看的，哪里减，哪里清零，哪里还能保留，甚至哪里要作为保能源的措施还要增

加，都要从全国角度来衡量。”

现有研究表明，企业生产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Cherniwchan,
2017；Shapiro and Walker，2018；Copeland et al.，2021；Qi et al.，2021）。因此，生产

要素向高生产效率地区集聚，既可以提高整体的生产效率，又可以提高整体的能源利

用效率。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自然条件、制度和政策导向等因素，中国的要素和产品

市场存在严重的区域分割。这不但不利于地区间在人均GDP意义上的“平衡发展”

（陆铭等，2019），还可能加剧经济发展与减排之间的矛盾。本文强调，要素和产品市

场在区域间的分割是导致中国能源利用效率不高和经济发展不充分的重要原因。畅

通国内大循环将促使要素向高生产率和高能源效率地区集聚，实现经济增长与能源

效率提高的双赢。

首先，我们基于中国实践的特征事实，展示 2000年以来中国各区域和部门之间

在能源利用效率上的差异，结合区域发展政策冲击讨论区域空间能源利用效率变

化。接着，本文构建一个包含区域间生产效率和能源效率差异的空间一般均衡模

型，在要素空间配置、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和能源效率之间建立起内在逻辑联系，并

结合中国数据定量分析在集聚中减碳的效应②。反事实分析表明：（1）降低区域间

劳动力流动成本，跨区域人口流动会大幅增长，非农就业占比和人均实际 GDP上

① 本文不对能耗、排放进行区分，减碳、减排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或降低单位GDP能耗）依据不同的上下

文而不做区分。因为碳排放（温室气体排放的总称）同能源消耗高度相关。近年来，温室气体大量排放造成了

全球变暖等全世界都关注的环境问题，而温室气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二氧化碳（CO2）。人类的生产、生活大

量使用各种化石能源造成大量的CO2排放。能源种类较多，所含热量也各不相同，为了便于总量研究，中国把每

公斤含热 7000大卡（29306焦耳）定为标准煤（标煤）。根据换算，1吨标准煤完全燃烧产生的CO2的碳排放系数

参考值为0.7。
② 需要说明的是，总能源消耗包括生产性能源消耗和消费性能源消耗，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生产

性能源消耗远远大于消费性能源消耗，同时，由于本文主要研究单位GDP能耗，故本文主要关注生产性能源

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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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而单位GDP能耗显著下降。如果 2010年流入城镇的迁移成本下降 1/4，省内跨

城乡移民将增加 35.2%，省间移民将增加 42.7%，城市化率将提高 9.4个百分点（如果

使中国的城市化率提高约 10个百分点，就可以接近同样发展水平阶段的世界平均

水平），实际 GDP将增长 6.4%，社会福利将提高 8.6%，单位实际 GDP能耗将下降

6%，服务业就业占比将增加 4.6个百分点。分离跨省流动和省内流动成本变化，不

同类型成本变化的结果会有较大差异。（2）如果 2010年区域间贸易成本下降 20%
（全国整体制度性贸易成本约占总贸易成本的 20%），省际移民将增长 0.1%，城镇化

率将上升 0.1个百分点，实际GDP和社会总福利将分别增长 7.9%和 2.9%，单位实际

GDP能耗将下降 7.3%。（3）同时畅通劳动力和商品流通的国内大循环改革，经济和

社会总福利的增长会出现“1+1>2”的影响效应，即同时改革效应大于单项改革加

和。移民、城镇化和产业结构调整会出现“1+1≈2”的影响效应，即同时改革效应约

等于单项改革加和。单位GDP能耗会出现“1+1<2”的影响效应，即同时改革效应略

小于单项改革加和。（4）上述效应随着集聚带来的规模经济而扩大，技术进步的提

高也会大幅促进经济增长和降低单位GDP能耗。

本文主要与以下两类文献密切相关，但同这些研究相比又有新的边际贡献。第

一类是研究资源配置环境效应的文献。部分研究探讨国际贸易如何通过影响资源配

置进而对环境产生影响。由于不同地区、行业或企业有不同的排污密度，国际贸易通

过影响资源在不同地区、行业或企业之间的配置而影响环境（Taylor and Copeland，
2014；Larch and Wanner，2017；Najjar and Cherniwchan，2021；Shapiro，2021）。也有基

于微观数据的研究发现，高生产率企业的生产通常更清洁，因此信贷约束、环境政策

和特惠性政策等引起的企业间资源配置等会同时影响经济增长和环境（Barrows and
Ollivier，2018；Tombe and Winter，2015；Shapiro and Walker，2018；Qi et al.，2021）①。虽

然有不少关于减排或节能技术进步的研究，但是同中国相关的这类研究主要以简约

式估计分析为主（陆铭和冯皓，2014；Chen et al.，2018；宋弘等，2019；Xu et al.，2022），

往往面临内生性问题或不能基于全局视角讨论增长（福利）效应和环境效应。同既有

研究相比，本文将区域间的能源生产和利用引入空间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从全局视

角定量分析区域间资源配置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将中国的资源空间配置或管制

的环境效应研究从简约式估计提升到空间一般均衡的量化估计，是对资源配置的环

境效应文献的补充。

① 相关的文献综述请参见：Brock and Taylor（2005）、Copeland（2014）及Copeland et al.（202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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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文献研究空间资源错配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部分研究劳动力空间配置

效率的文献发现，劳动力流动成本会带来劳动力配置效率恶化，进而降低劳均产出、

贸易水平和社会福利（潘士远等，2018；Caliendo et al.，2019；宋扬，2019；Tombe and
Zhu，2019）。也有研究发现，转移支付的空间错配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恶化，进而损害

整体的国际竞争力（陆铭和向宽虎，2014；Lu and Xiang，2016）。还有研究土地要素空

间配置的文献发现，土地空间错配会同时带来劳动力的空间错配，进而压低全要素

生产率（陆铭等，2015；刘修岩和李松林，2017；张莉等，2017；韩立彬和陆铭，2018；
Hsieh and Moretti，2019）。然而，这类文献鲜有从空间视角讨论错配（尤其是商品或

生产要素流通）的环境效应，本文考虑生产的规模经济效应，将非农部门拆解为制造

业和服务业部门，同时引入能源部门的生产和使用，研究空间错配对于经济增长和

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将中国特征事实和空间一般均衡模型有机结合，提供了资源

空间配置如何影响环境的中国证据，探讨规模经济在结构转型和能源利用效率方面

的作用机制。

本文余下内容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展示中国不同区域能源利用效率差异

的特征事实；第三部分构建空间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并求解模型；第四部分进行参数

校准和反事实分析。第五部分进行敏感性分析，检验基准结果的稳健性；第六部分为

本文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 特征事实

在本部分，我们将展示中国不同区域之间在能源利用效率上的差异。利用《中

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与

治理微观数据》等宏微观数据，我们发现以下特征事实：（1）地区间和部门间在能源

利用效率上存在显著差异，而能源利用效率和人均GDP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

系。（2）2003年以后，东部区域（简称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区域（简称内陆地区）在能源

利用效率上出现了分化，沿海地区单位GDP能耗出现下降趋势，而内陆地区出现上

升趋势①。

① 由于本文同时出现了省级行政单位下的城乡、省级行政单位以及比省级行政单位大的区域（例如全国

层面的城乡等区域、沿海地区、内陆地区等）。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把各省级行政单位下的城乡定义为子区域，

省级行政单位定义为地区，比省级行政单位大的定义为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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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源利用效率的区域间差异

中国不同地区（省级单位）之间在能源利用效率上存在显著差异。图 1刻画了

2010年中国各省GDP、人口和能源消耗占全国的份额。如果各地区之间的人均GDP
和单位GDP能耗相同，那么这三类线应该呈现重合变化趋势。然而，图 1显示，三类

线之间的偏离都较大，表明人均GDP和单位GDP能耗都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图1 2010年人口、能耗和GDP空间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份额是指占全国的比重。替换其他年份

的人口、能耗和GDP空间分布关系图，结论类似。

进一步地，图2展示了不同地区各部门的能源利用效率比较。可以看到，同一省内

的农业和服务业部门能耗差异不大，制造业部门的单位GDP能耗高于农业和服务业部

门，这意味着，每个地区内部从农业向制造业再向服务业转型的产业结构调整阶段，虽

然会使该地区的人均GDP上升，但也会使该地区的单位GDP能耗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

过程。另一方面，虽然随着时间推移，部门间的单位GDP能耗差距（绝对量）在缩小，但

各部门在不同地区间的单位GDP能耗仍存在较大差异，故同一时期内，给定其他条件

不变，促进要素在不同地区间的空间再配置，可以降低整体的单位GDP能耗。需要说

明的是，由于数据所限，特征事实无法考虑技术进步的影响，为剥离技术进步变化在时

间上对地区能耗的影响，我们用部门比值消除共同技术进步的影响，部门单位GDP能
耗相对比值见《世界经济》网站（www.jweonline.cn）2023第10期在线期刊本文的补充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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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下文简称见网站）附录图1。
值得注意的是，图 1和图 2

表明内陆地区的单位GDP能耗

普遍高于沿海地区（加总或分部

门均类似），地区间能源利用效

率差异是不是因为地区间产业

结构差异导致？为进一步剥离

产业结构在地区间差异对前面

特征事实结论的影响，表 1基于

1998-2004年的中国工业企业

污染排放与治理微观数据①，讨

论区域和单位产出能耗关系。

控制了年份虚拟变量和行业 2
位码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

内陆地区的单位产出能耗显著

高于东部沿海地区。为了进一

步剥离其他潜在因素的干扰，第

（2）栏给出沿海和紧邻沿海的内

陆省份样本回归，除了区域发展

政策的差异，这些地理临近地区

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较相似，回

归结果仍表明，内陆地区的单位

产出能耗显著更高。

根据图 3，从 2000到 2015
年，在每一个时点，中国各省人

均GDP和单位GDP能耗之间都

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经济发

展越好、人均GDP越高的地区，

① 之所以选用工业企业污染排放与治理微观数据是因为：一方面，制造业部门间能耗差异较大；另一方

面，目前并没有其他微观企业数据库揭示服务业企业的排放数据。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工业企业排放与治理微

观数据2005年以后并未给出企业所属行业的指标，我们没有将2005年以后的结果纳入分析。

图2 2000-2015年部门单位GDP能耗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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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GDP能耗越低。这一点，无论我们使用名义还是实际GDP（同时控制时间和地区

间差异）都成立。

表1 微观企业层面的区域与单位产出能耗

被解释变量

模型范围

模型编号

内陆地区虚拟变量
（内陆地区为1，东部为0）

行业2位码虚拟变量

年份虚拟变量

样本数

R2

单位产出能耗

全国范围

（1）
5.272***

（0.849）
控制

控制

405 682
0.002

沿海及紧邻省份

（2）
6.422***

（1.522）
控制

控制

307 593
0.002

说明：括号内为修正的稳健标准误，*、**与***分别代表 p < 0.1、p < 0.05与 p < 0.01，后表同。本文

定义的中国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广东

省和海南省；内陆地区为东部地区和港澳台以外的省区市。单位产出能耗是指能源消耗（单位吨，

根据燃料煤、燃料油与标准煤之间的换算关系转换为标准煤）除以企业产出（单位万元）。由于企业

层面的单位产出能耗有不少0值，故我们未对被解释变量做取对数处理。

图3 历年各地区人均GDP和单位GDP能耗

说明：2000-2015年各地区人均GDP和单位GDP能耗的关系。左边是名义GDP能耗；实际GDP
（2000年不变价格）根据Brandt and Holz（2006）的方法进行修正。

（二）区域发展政策下地区间能源利用效率分化

为揭示能源利用效率在时间上的动态变化，图 4给出控制其他变量后，年份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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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对单位GDP能耗的回

归 结 果 。 结 果 表 明 ，以

2000年为基期，随着时间

推移，单位 GDP能耗整体

呈增加趋势。进一步的，

我们区分沿海省份和内陆

省份子样本，2003年之后，

沿海和内陆地区的能源利

用效率开始分化，内陆地

区的能源利用效率在下

降，单位 GDP能耗整体呈

上升态势。2003年出现区

域间能源利用效率分化的

原因是：改革开放之后，中

国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

同时出现经济和人口向沿

海地区集聚，但是转型时

期的户籍制度等因素导致

人口集聚慢于经济空间布局的变化，于是，经济集聚也伴随着地区间人均GDP差距扩

大。2003年之后，为缩小地区差距，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平衡地区发展的政策（简

称区域发展政策），引导建设用地指标、转移支付等向内陆地区配置①。区域发展政策

是导致空间布局变化的外生冲击，也是影响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决定因素，2003年区域

再平衡发展政策带来某些维度低效或分散式发展②，不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发展，该

① 本文涉及的区域发展政策主要包括：（1）2003年以后土地资源的配置方向出现调整，土地管理政策侧重

于以土地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中国的土地资源配置方向呈现出支持中西部、限制东部的趋势，尤其是一些

人口流入且经济发展较快地区的土地资源分配开始收紧。（2）为了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经济均衡发

展，2003-2004年中央开始对欠发达的农村、中西部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财政转移支付。

（3）从 2000年开始，中央组织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并于 2003年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2004年提出中

部崛起计划，政策逐步倾向于鼓励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经济。

② 偏向中西部和落后地区的建设用地指标调整和财政转移支付等都会影响要素流动，诱使更多高能耗和

低效率产业迁移到内陆，同时大量人口被滞留在内陆，这些使得经济在空间上均匀分布的政策同时会影响减碳

和经济增长。

图4 历年单位GDP能耗变化回归系数

说明：2000-2019年省级层面回归控制了省内的人均GDP、
二三产业占比及省份虚拟变量。全国系数是指省级层面样本控

制了其他变量后，各年份虚拟变量回归系数，揭示不同年份下的

能源利用效率变化。沿海系数和内陆系数分别是指沿海和内陆

省份样本年份虚拟变量回归系数。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加上

90%的置信区间，沿海系数统计上不显著，内陆系数和全国系数

在 2003年后系数统计上显著大于 0。本部分汇报结果为名义

GDP能耗，将其替换为实际GDP能耗（2000年不变价格），结论不

变。本图实质是DID思路，区域发展政策下区域间能源利用效

率分化的DID和事件研究法回归结果见网站附录表2和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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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冲击为本文检验空间布局和能耗关系提供了自然实验。

为进一步剥离地区产业结构差异的影响，表 2基于 2003年区域发展政策冲击和

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与治理微观数据，构建控制行业 2位码虚拟变量的双重差分

回归模型，讨论区域发展政策对单位产出能耗的影响。第（1）和（2）栏内陆地区虚拟

变量（内陆为 1，沿海为 0）和 post2003虚拟变量（2003年及以后为 1，之前为 0）交互项系

数为正表明，2003年以后内陆地区的单位产出能耗上升（第（2）栏P值为 0.12）。为了

进一步剥离其他潜在因素的干扰，第（3）和（4）栏给出沿海和紧邻沿海的内陆省份样

本回归，回归结果同第（1）和（2）栏类似。

表2 微观企业层面的区域发展政策与单位产出能耗

被解释变量

模型范围

模型编号

内陆地区虚拟变量

×post2003
行业2位码虚拟变量

省份虚拟变量

城市虚拟变量

年份虚拟变量

样本数

R2

单位产出能耗

全国范围

（1）
4.522*

（2.740）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405 682
0.002

（2）
4.682

（3.075）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405 682
0.005

沿海及紧邻省份

（3）
9.072*

（5.295）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307 593
0.002

（4）
10.004*

（5.869）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307 593
0.003

三 理论模型

以上述特征事实为基础，本部分构建一个包含地区间上下游产业联系的生产与

能源使用、劳动力流动成本和贸易成本的量化空间一般均衡模型，使用独立于价格的

广义线性（Price Independent Generalized Linearity，PIGL）间接效用偏好从需求侧刻画

部门结构转型差异，在要素空间配置、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和能源利用效率之间建立

起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①。我们将结合中国数据，定量分析畅通国内要素和产品市

① 从Ahlfeldt et al.（2015）等开始，量化空间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不断完善和丰富，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量

化空间一般均衡分析的重要研究包括：Ahlfeldt et al.（2015）、Brandt et al.（2013）、Tombe（2015）、Redding（2016）、

Tombe and Zhu（2019）和Hao et al.（2020）等。虽然在针对不同的研究和具体问题时，不同的研究会有相应的调

整和变化，但是这些分析有统一的空间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具体参考Redding and Rossi-Hansberg（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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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对于中国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和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

具体而言，模型中存在“N+1”个地区（中国的N个省份和中国以外的世界地区），

每个地区又分为农村和城市两个子区域，生产三种产品：农产品（a）、制造品（m）和服

务品（s）。此外，每个地区还有一个能源部门（e），提供生产所需要的能源。生产函数

借鉴了Caliendo and Parro（2015）、Caliendo et al.（2018）和Tombe（2015）的研究，引入多

产业上下游联系，同时考虑规模经济效应。生产商品在地区间均可贸易①，但需要付

出“冰山型”贸易成本（简称冰山成本）。贸易成本既同自然条件和运输技术相关，又

受制度性的区域分割影响②。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没有劳动力流动，但劳动力在中国

的地区间可以自由流动（将中国总劳动力数量标准化为1），不同地区或子区域间的劳

动力流动存在成本：出生在 d地区 n子区域（d,n）的劳动者可以前往其他 j地区 k子区

域（j,k），但会面临效用损失③。

（一）生产和贸易

模型关于各部门生产和贸易的主要描述与Eaton and Kortum（2002）的经典假设

类似。每个部门 i ∈ { a，m，s，e }都由许多的不同种类商品 v所构成，v ∈ [ 0，1]。每个地

区 j最终使用的 i部门产品，是这些不同种类商品的CES加总：

Yi，j = ■
■
■■■■ ■

■
■■■■∫01yi，j (υ ) ( )θi-1 /θi dυ
θi / ( )θi-1

（1）
其中，yi，j (υ )是 j地区所使用的 i部门的商品种类 v，可以本地生产，也可以从其他

地区购买，同一部门内不同种类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θi > 1。Yi，j既可能用作最终消

费，也可能用作生产过程中的中间投入品④。j地区 i部门 υ种类的生产函数为：

①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允许能源贸易和运输，跨地区运输能源有运输成本。虽然不同类型能源贸易会有

差异，但相对粮食和服务业商品，煤、油和天然气等常用能源属于较易贸易运输的商品。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

的能源产品贸易大国之一，根据 2012年投入产出表，中国进口能源占总能源的 17%，出口能源占总能源的 2%。

同时，地区能源生产和需求差异可以通过运输和成本调整供需。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0-2020年东部

沿海和内陆地区的能源消费量有变化，每年能源消费量相对上一年的变化率介于 10%～20%（具体参见网站

附录图3）。

② 在中国转型时期的行政体制之下，往往在辖区边界存在商品和生产要素的流动障碍，导致贸易成本

提高。

③ 类似地，这些效用损失既反映两个地区之间的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等因素，又反映户籍制度等人为造

成的劳动力流动障碍。

④ 由于本文仅考虑生产中的能源消耗，因此假设能源部门的产品只用作生产过程的中间产品，而不进入

最终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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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j (υ ) = Lζij ϕi，j (υ )Li，j (υ ) βiTi，j (υ ) γi■
■

■
■■
■ ■

■

■
■■
■∏

g∈{ a，m，s，e }
Mg

i，j( )υ ψi，g

1-βi-γi
（2）

其中，Li，j (υ )为企业生产所使用的劳动力，Ti，j (υ )为企业生产所使用的土地，Mg
i，j (υ )

为 j地区 i部门企业生产所使用 g部门生产的中间投入品（满足∑g∈{ a，m，s，e }ψi，g = 1）。

βi和 γi分别为 i部门劳动和土地要素份额。单个企业的生产率由 Lj ζi和ϕi，j组成，其中

Lj ζi反映了由集聚带来的规模效应：j地区所使用的劳动力越多，企业的平均生产效率

越高，而这个效应的大小由参数 ζi控制（内生化技术进步）。ϕi，j则决定了 j地区 i部门

每个企业生产效率的差异，它从Frechet分布中独立同分布抽取出来：Fi，j( )ϕ = e-Ai，jϕ-σ。
其中，参数Ai，j决定了ϕ的平均值，而σ决定了ϕ的方差（该值越大，差异越小）。给定

工资率w及土地租金γ等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P，抽取了ϕi，j的企业生产商品 υ的单位

成本（即该产品的出厂价格）为：

pi，j( )υ = wβi
i，j rγii，j( )∏

g∈{ }a，m，s，e

Pψi，g
g，j

1-βi-γi / [ ]Lζij ϕi，j( )υ （3）
然而，这并非消费者所支付的价格，因为跨地区贸易存在贸易成本：如果 j地区要

从 d地区最终获得 1单位 i ∈ { a,m,s,e }部门生产商品，d地区必须生产 τi，jd ≥ 1单位。

因此，j地区的消费者为 d地区的产品最终支付的价格将是单位成本乘以贸易成本。

来自不同地区的 i部门 υ种类商品的生产企业，在 j地区展开价格上的竞争，而消费者

将选择最终支付价格最低的那家企业。

正如Eaton and Kortum（2002）表明，如果我们假设ϕi，j服从 Frechet分布，那么在 i

部门，j地区从d地区购买（或进口）商品的份额可以表示为：

πi，jd =
■
■
■■■■ ■

■
■■■■τi，jdwβi

i，d rγii，d( )∏g∈{ a，m，s，e }P
ψi，g
g，d

1-βi-γi / (Lζid Ai，d )
-σ

∑Z=1
N+1■

■
■■■■ ■

■
■■■■τi，jZwβi

i，Zrγii，Z( )∏g∈{ a，m，s，e }P
ψi，g
g，Z

1-βi-γi / (LζiZ Ai，Z )
-σ （4）

因此，j地区从d地区购买的商品份额，取决于d地区在 i部门的平均生产率（Lζid Ai，d）、

两地之间的贸易成本 τi，jd和 d地区的投入要素价格wβi
i，d rγii，d( )∏g∈{ a，m，s，e }P

ψi，g
g，d

1-βi-γi
，参数σ

是地区间的贸易弹性。j地区在 i部门的综合价格为（Γi是关于σ和 θi的函数，给定参

数后是常数）：

Pi，j = Γi

■

■

■
■■
■ ■

■

■
■■
■∑

d=1

N+1 ( )τi，jdwβi
i，d rγii，d( )∏

g∈{ a，m，s，e }
Pψi，g
g，d

1-βi-γi / (Lζid Ai，d )
-σ -1/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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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各地区和各部门能源利用效率的差异。给定上述假设，j地区

在 i ∈ { a,m,s,e }部门的单位名义 GDP能耗（EIi，j）和单位实际 GDP能耗（Real_EIi，j）分

别为：

EIi，j = ( )1 - βi - γi ψi，e /Pe，j （6）
Real_EIi，j = ( )1 - βi - γi ψi，ePi，j /Pe，j （7）

因此，模型给定参数后，影响单位名义GDP能耗的重要因素是能源价格Pe，j；影响

单位实际GDP能耗的除了Pe，j，还有部门商品价格Pi，j，部门商品价格越高，单位实际

GDP能耗越高。在现实生活中，各地企业所面临的能源价格，既受能源生产技术影

响，同时也受能源政策和环境管制政策影响。受数据所限，本文不对这两个因素做进

一步区分。因此，本模型中各地区能源部门的效率参数Ae，j可以理解为生产技术和能

源政策的叠加。需要说明的是，能源效率的计算分为单要素能源效率和全要素能源

效率①。在本文中，由于总劳动人口并不改变（允许地区、部门劳动力数量调整）和地

区总土地数量并不改变（允许部门土地调整），故考虑包含劳动力、土地和能源组合的

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化同能源的单位GDP能耗变化方向一致。

（二）劳动者的偏好和迁移

类似于Boppart（2014）、Hao et al.（2020）和Alder et al.（2022），假设个体偏好由PIGL
间接效用函数表示。PIGL间接效用函数可以刻画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影响，能从需求

侧反映结构转型效应。从（d,n）流向（j,k）就业的劳动者的间接效用函数V kn
jd 表示为：

V kn
jd = [ ]I knjd / (Pαa

a，j Pαm
m，j Pαs

s，j rαhjk ) ς /ς - ϑPηa
a，j Pηm

m，j Pηs
s，j （8）

其 中 ，从（d, n）流 向（j, k）的 劳 动 者 收 入 为 I knjd 。 部 门 消 费 偏 好 参 数 满 足

∑g∈{ a，m，s，h }αg = 1，∑g∈{ a，m，s }ηg = 0，ηg反映相对价格变化对消费份额的影响。ς和ϑ分

别反映收入变化和相对价格的重要性对消费份额的影响。当 ς = 1和ϑ = 0时，PIGL
间接效用函数对应科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效应函数。

根据罗伊恒等式（Roy’s identity）和消费支出份额，个体对 g部门的消费支出份

额为：

Ψ kn，g
jd = αg + ϑηgPηa

a，j Pηm
m，j Pηs

s，j / [ ]I knjd / (Pαa
a，j Pαm

m，j Pαs
s，j rαhjk ) ς

，g ∈ { a，m，s } （9）
住房消费份额为：Ψ kn，h

jd = αh。根据式（9）和实际收入 vknjd = I knjd / (Pαa
a，j Pαm

m，j Pαs
s，j rαhjk )，式（8）

① 单要素能源效率只把能源要素与产出做比较（例如，能源投入/国民产出）；全要素能源效率则考虑各种

投入要素的共同作用（例如，所有投入要素与产出关系）。



世界经济 * 2023年第10期 ·76·

在集聚中减碳：畅通国内大循环的环境效应

可以表示为：

V kn
jd = [ ]1/ς - ( )Ψ kn，g

jd - αg /ηg vknjd ς （10）
本文允许劳动者有不同的选址偏好，用 ϵkj 表示劳动者对于（j,k）的个体化偏好，从

Frechet分布中独立抽取，CDF为Fjk( )ϵ = e-ϵ-κ，其中，κ决定了 ϵkj 个体的方差。这样假

设的好处在于，模型中的地区劳动供给弹性不再是无限大。劳动者跨地迁移面临流

动成本：移民从（d,n）迁移到（j,k），劳动者面临效用损失μknjd，故劳动者跨地迁移最大化

自身的福利水平表示为：ϵkj V kn
jd /μknjd。定义mkn

jd 为（d,n）的户籍人口迁移到（j,k）的份额，因

此∑j=1
N∑k∈{ r，u }m

kn
jd = 1。根据大数定律，mkn

jd 同时也是出生于（d,n）的劳动者迁移到（j,k）

的概率，满足：

mkn
jd = Pr ■■■■■■ ■

■
■■■■ϵkj V kn

jd /μknjd ≥ max
j'，k' ( )ϵk'j' V k'n

j'd /μk'nj'd （11）
其中，j'和 k'分别代表 j'地区和 k'子区域。由于 ϵkj 服从 Frechet分布，我们可以得

到下面的式子：

mkn
jd = (V kn

jd /μknjd )κ / ■
■
■■■■

■

■
■■■■∑

k'
∑j'=1

N ( )V k'n
j'd /μk'nj'd κ

（12）
因此，两地间的劳动力流动，取决于流入地的间接效用相对于流出地的比值（吸

引力），和两地间的劳动力流动成本（排斥力），参数κ是地区劳动供给弹性。

（三）空间均衡

1.劳动力市场出清

达到空间均衡时，各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出清：

Lj = Lrj + Luj = La，j + Lm，j + Ls，j + Le，j （13）
其中，Li，j为部门 i∈｛a,m,s,e｝的劳动供给；Lkj =∑n∈{ r，u }∑d=1

N mkn
jd
-
Lnd，

-
Lnd是指（d,n）的户

籍人口，Lkj 是指（j,k）的就业（常住）人口。

2.地区贸易平衡

定义（j,k）居民的平均收入为 I kj =∑n∑d=1
N I knjd Lknjd /Lkj，平均实际收入为 vkj = I kj /Pαa

a，j

Pαm
m，j Pαs

s，j rαhjk，对g部门商品的平均消费支出份额为Ψ k，g
j = αg + ϑηgPηa

a，j Pηm
m，j Pηs

s，j /vkj ς，商品平均

消费为Dk，g
j = I kj Ψ k，g

j ，g ∈ { a，m，s，h }。产品市场 i ∈ { a，m，s，e }部门要满足地区贸易平

衡条件：

Ri，d =∑
j=1

N+1
πi，jd

■

■

■
■■
■ ■

■

■
■■
■Du，i

j Luj + Dr，i
j Lrj + ∑

g∈{ }a，m，s，e

Rg，j( )1 - βg - γg ψg，i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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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πi，jd是指从 d地区出口到 j地区的 i∈｛a，m，s，e｝部门商品份额，Ri，d是指 d地

区 i∈｛a，m，s，e｝部门的总销售额。

3.收支平衡

类似 Tombe and Zhu（2019）的定义，土地是不可贸易品，并且土地收入归本地户

籍人口所有，移民不获得土地收入。给定总土地数量
-Tj，在已知（j,k）土地数量

-
T k
j 的条

件下，土地市场出清满足：

■

■

■

■

■
■■
■

■

■

■
■■
■

■

-Tj = -T r
j +-T u

j

rr，j
-
T r
j = rr，j------Ta，j + αh I rj Lrj

ru，j
-
T u
j = ru，j( )- -----Tm，j + ------Ts，j + αh I uj Luj

ri，j
------Ti，j = γiwi，j Li，j /βi，i ∈ { a，m，s }

（15）

地区城乡的平均收入分别为：I rj = wr，j (1 + γa /βa )/ ( )1 - αh ，I uj = wu，j [1 + (γm /βm )
(Lm，j /Luj ) + (γs /βs ) (Ls，j /Luj ) ] / (1 - αh )。由于只有留在本地的人口可以获得土地收入，故

城乡未迁移人口的平均收入分别为：I rrjj = wr，j [1 + (γa /βa + αh )/ (1 - αh )La，j /Lrrjj ]；I uujj = {1
+Luj /Luujj [ (γm /βm + αh )Lm，j /Luj + (γs /βs + αh )Ls，j /Luj ] / (1 - αh ) } wu，j；移民的可支配收入为 I knjd
= wk，j。定义土地溢价率（land rebate rate）为：

δknjd =
■

■

■

■■■■

■■■■

1， j ≠ k，d ≠ n
1 + La，j /Lrrjj (γa /βa + αh )/ (1 - αh )， j = d，k = n = r
1 + Luj /Luujj [ (γm /βm + αh )Lm，j /Luj + (γs /βs + αh )Ls，j /Luj ] / (1 - αh )，j = d，k = n = u

不同类型的工人收入为：I knjd = δknjd wk，j。

四 量化分析

本文的量化估计需要年份一致的多个变量，因此以相关数据最完整的 2010年作

为基准时期进行参数校准，使用各省各部门人均GDP和能源消耗、省际贸易数据、跨

地区-子区域人口流动数据等刻画初始均衡。在此基础上，本文使用文献中常用的变

化代数运算（exact hat algebra）方法进行反事实分析，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改变劳动力流动成本或贸易成本等，计算部门结构、经济增长和单位GDP能耗等相关

变量如何变化①。这一方法的优点在于，我们只需要关注核心变量变化，而不需要估

① 类似方法的研究可参见 Dekle et al.（2007）、Tombe（2015）、Tombe and Zhu（2019）和 Hao et al.
（202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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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基期各地区各部门的生产率水平等变量。由于篇幅所限，部分代表性变量的变化

代数运算过程见网站附录（五）。

（一）参数校准

本部分展示核心参数的校准过程：首先，给出生产函数相关的参数校准过程；其

次，给出劳动力流动成本和贸易成本的参数校准过程；最后，给出PIGL间接效用函数

的参数校准过程。具体的参数说明和数值见表3。

表3 模型参数及其数值

参数

(αa，αm，αs，αh )
(ηa，ηm，ηs )

ς

ϑ

κ

σ

( βa，βm，βs，βe )
(γa，γm，γs，γe )

(ψa，a，ψa，m，ψa，s，ψa，e )
(ψm，a，ψm，m，ψm，s，ψm，e )
(ψs，a，ψs，m，ψs，s，ψs，e )
(ψe，a，ψe，m，ψe，s，ψe，e )

（ζa，ζm，ζs，ζe）

mkn
jd

πi，jd

-
Lnd

定义

部门产品或住房消费偏好份额

价格效应对支出份额的影响

收入效应对支出份额的影响

相对价格的重要性

地区劳动供给弹性

贸易弹性（Tombe，2015）
部门劳动要素份额

部门土地要素份额

农业部门的中间投入品份额

制造业部门中间投入品份额

服务业部门中间投入品份额

能源部门的中间投入品份额

部门生产规模效应弹性

迁移份额

部门贸易份额

户籍人口

数值

（0.07，0.20，0.53，0.20）
（0.58，-0.01，-0.57）

0.36
0.535
4.2
4

（0.58，0.30，0.40，0）
（0.30，0.10，0.10，0）
（0.20，0.70，0.10，0）

（0.03，0.83，0.12，0.02）
（0.02，0.46，0.47，0.05）
（0.02，0.40，0.13，0.45）
（0，0.05，0.10，0.05）

根据数据计算，具体见公式（16）
根据数据计算，具体见公式（17）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说明：①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年世界城镇人口为 35.9亿，中国城镇人口为 6.6亿，中国以外

的世界城镇人口为中国城镇人口的 4.4倍；世界农村人口为 33.7亿，中国农村人口为 6.8亿，中国以

外的世界农村人口为中国农村人口的 4倍（数据来源：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本文在

计算城乡就业人口时，定义世界城镇就业人口为中国的 4.4倍，农村就业人口为中国的 4.0倍。②根

据WIOT2010数据，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份额关系为：中国出口到世界的份额为 6.6%，世界

其他国家出口到中国的份额为 2%（数据来源：https://www.rug.nl/ggdc/valuechain/wiod/wiod-2016-re‐
lease），将此数据和中国省级投入产出表相结合，计算世界同中国的贸易量。



世界经济 * 2023年第10期 ·79·

钟粤俊 奚锡灿 陆 铭

1.生产函数参数

类似于Hao et al.（2020）和 Tombe and Zhu（2019）做法，地区劳动供给弹性 κ取值

为 1.5/0.36=4.2，跨地区贸易弹性σ取值为 4。农业部门、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

劳动要素份额通过《2012年全国投入产出表》计算。Fang et al.（2022）基于中国工业

企业数据库发现，企业生产的土地收入份额约为 10%①，本文取 γm = γs = 0.1；
Adamopoulos et al.（2022）指出中国农业用地的土地收入份额是γa = 0.3左右。对于能

源部门，本文做一个简化处理，假设仅用不同部门的产品作为中间投入进行生产②。

农业部门、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能源部门生产的中间投入份额通过《2012年全

国投入产出表》计算。

关于规模效应弹性 ζi 的取值，Rosenthal and Strange（2004）、Allen and Arkolakis
（2014）、Henkel et al.（2021）和Henderson et al.（2022）等发现，人口规模增加 1倍，制

造业或生产部门 TFP增加 1%～10%③，钟粤俊等（2020）指出，服务业相比其他部门

更依赖于密度或规模经济。基于 2006-2015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人口规模

对制造业部门 GDP的影响弹性约为 0.05，对服务业部门 GDP的影响弹性约为 0.1。
因此，在具体分析过程中，本文设定制造业部门 ζm = 0.05，服务业部门 ζs = 0.1。不

失一般性，假设能源部门也存在规模经济，考虑到大多数能源属于自然资源，能源

部门不属于人口集聚会带来规模效应大幅提高的部门，其规模经济效应并不会比

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大，本文基准分析对能源部门赋予规模经济参数同制造业部

门一样 ζe = 0.05。对农业部门，我们假设集聚带来的规模效应 ζa为 0④。为检验规

模经济对本文结论的影响，在敏感性分析部分，本文会对比其他规模效应参数组合

下的反事实分析结果。

① 类似地，Hsieh and Moretti（2019）指出美国城市生产用地的土地收入份额是10%～18%。

② 根据 2012年的投入产出表，部分能源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并非是 0，虽然这里做了简化能源部门的处

理，但是初始均衡较好的匹配了本文的主要宏观数据（贸易、人口流动和能耗等）。如果能源部门劳动收入份额

的参数不设定为 0，则劳动力市场将从原来的 3部门扩展为 4部门，可以进行类似分析，本文结论不会发生太大

的改变。

③ 关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研究中，常把地区人口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关心行政等级等对TFP的影

响，鲜有关于中国的人口规模和TFP关系的直接研究，因为这类研究会面临反向因果和样本选择导致的内生性

问题，李静等（2014）和孔令乾等（2019）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中国人口规模对制造业 TFP的弹性范围为

1%～15%。

④ 徐灏龙和陆铭（2021）指出，农业部门相对而言并不存在人口规模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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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劳动力流动成本和贸易成本参数

根据（12）式，我们可以获得各地区间劳动力流动成本的计算公式：

μknjd = V k
j /V n

d ( )mkn
jd /mnn

dd

-1/κ
（16）

也就是说，利用劳动力流动（mkn
jd）、地区实际收入（V k

j）数据和地区劳动供给弹性

（κ），我们就可以计算劳动力流动成本 μknjd。根据 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劳动者的户

籍信息和居住地信息来计算mkn
jd。本文主要采用Head and Ries（2001）的方法估算贸

易成本：

- -----τi，jd = τi，jdτi，dj = [ ]πi，jjπi，dd / ( )πi，jdπi，dj

1/2σ
（17）

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了各地区之间的贸易数据和贸易弹性参数σ，就可以计

算各地之间的贸易成本。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的贸易份额πi，jd基于 2012年
《中国 31省区市 8部门区域间投入产出表》计算。由于 2007年以后投入产出表并

未给出更细的行业分类统计，故能源贸易用工业产品贸易数据近似度量①。公式

（17）的贸易成本估计满足对称性假设，从 d到 j的商品与从 j到 d的商品贸易成本

相同。

3.PIGL效用函数参数

PIGL效用函数参数包括：ζ、ϑ、αg和 ηg。遵循Boppart（2014）、Hao et al.（2020）和

Alder et al.（2022）的校准策略，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消费结构数据，我们设定住房

消费份额αh = 0.2，公式（8）中的其他参数使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估计。本估计分析

主要用到的数据包括：《中国统计年鉴》的总价格指数、部门价格指数数据、消费支出

数据（实际收入等于消费支出除以总价格指数）和部门消费份额②。

（二）反事实分析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和党的二十大报告均指出，“全面建设统一的

土地、劳动力、资本、数据、能源市场；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

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故畅通国内大循环很重要的两个表现是降低要素和商品

流通成本。因此，本文反事实分析讨论以劳动力和商品流通为代表的国内大循环畅

通的影响，具体地，我们在模型初始均衡的基础上，主要进行如下反事实分析：降低区

① 如果使用2002年分省部门能源贸易数据，不影响我们的主要结果。

② 具体地，我们将 1978年的总价格指数和部门价格指数标准化为 1，并根据Brandt and Holz（2006）的方法

校正了1978年各地区的价格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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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间的劳动力流动成本；降低区域间的贸易成本；同时降低区域间的劳动力流动成本

和贸易成本；调整部门生产率变化（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效应的影响，量化分析畅通

国内要素和商品大循环对空间资源配置、经济结构、增长率和能源利用效率等的

影响。

1.畅通劳动力要素流通的影响效应

我们首先分析劳动力流动成本下降的影响。中国劳动力流动障碍主要体现在

农村流向城镇的障碍，农村户籍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以及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

服务领域均难以获得市民待遇（陈斌开等，2010；梁文泉，2018；钟粤俊等，2020）。

本部分主要关注劳动力流入城镇成本变化的影响，我们讨论如下三个反事实实验：

第一个实验降低劳动力流入城镇的成本，包括省内和跨省的流动成本下降；为进一

步分离跨省流动和省内流动的影响，第二个实验仅降低劳动力跨省流入城镇的成

本（省内流动成本不变）；第三个实验仅降低劳动力省内流向城镇的成本（跨省流动

成本不变）。

表 4实验 1将流入城镇的成本下降 1/4（迁移成本变为 2010年的 3/4）。结果表

明，降低流入城镇的迁移成本会使省内跨城乡移民增加 35.2%，省间移民会增加

42.7%，城市化率会提高 9.4个百分点（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的城市化率比同样

发展水平阶段的世界平均水平低 10个百分点，该实验将让中国的城市化率接近世

界平均水平），实际GDP增长 6.4%，社会福利会提高 8.6%，单位实际GDP能耗和名

义 GDP能耗分别下降 6%和 1%，服务业就业占比会增加 4.6个百分点。在这个实

验中，能源利用效率受到正反两个方向影响：在每一个省内部，从农业部门流向制

造业部门的结构转型，会使该省的单位 GDP能耗上升，因为同一省内制造业部门

的单位GDP能耗远高于农业部门。但对于跨省流动来说，要素空间再配置优化有

利于降低单位 GDP能耗。定量结果表明，第二个效应占据主导地位，故降低迁移

成本有利于提升能源利用效率。迁移成本下降后，进一步带来发达省份人口移民

增加，由于篇幅所限，不同反事实分析下的各省城镇人口和就业结构变化结果见

网站（www.jweonline.cn）附录图 4。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等省份的城镇人口、制

造业和服务业就业人口均大幅增加。

为进一步分离出跨省流动带来的影响，表 4实验 2将跨省流入城镇的成本下降

1/4，保持省内迁移成本不变。结果表明，降低跨省迁移成本，省内移民会减少 17%，

省间移民会增加 102%，城镇化会增加 3.6个百分点，实际GDP会增长 2.8%，社会福利

会提高 3.2%，单位实际GDP能耗会下降 2.7%，单位实际GDP能耗会下降 2.5%，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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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就业占比会增加 2个百分点。

为分析省内城乡迁移和结构转型对能源利用效率和增长效应的影响，表 4实验 3
讨论保持省间迁移成本不变，省内农村向城镇的迁移成本下降 1/4的反事实分析。结

果表明，仅仅降低省内流向城镇的迁移成本，省内移民会增加 49.5%，省间移民会减

少 34%，城镇化会增加 6.9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会增加 3.1个百分点，实际GDP会增

长 4.7%，社会总福利会增加 6.3%，单位实际 GDP能耗会下降 4.5%，但是单位名义

GDP能耗会增加1%。单位名义GDP能耗上升是由于城乡移民带来生产扩大，引起商

品价格下降，导致名义GDP的增长慢于能源使用量增长（地区价格差异）①。

表4 迁移成本变化影响

变化

实验1
实验2
实验3

省内移
民增长
（%）
35.2
-17.1
49.5

省间移
民增长
（%）
42.7
102.1
-34.4

城镇化
提高

（百分点）

9.4
3.6
6.9

实际
GDP增长
（%）
6.4
2.8
4.7

社会
总福利
（%）
8.6
3.2
6.3

单位实际
GDP能耗
（%）
-6.0
-2.7
-4.5

单位名义
GDP能耗
（%）
-1.0
-2.5
1.0

服务占比
增长

（百分点）

4.6
2.0
3.1

说明：所有地区农村到城镇的迁移成本下降为2010年迁移成本的50%，变化方向一致。

2.畅通商品流通的影响效应

畅通商品流通很重要的表现之一是降低贸易成本，接下来我们分析贸易成本下

降的结果。当前中国地区间贸易成本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阻力，甚至比国际贸易成本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大（陈朴等，2021）。正如前文指出，地区间的贸易成本不仅取决

于地理和运输，也受转型时期行政辖区之间的制度性分割所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国

内贸易中的制度性贸易成本在国内总贸易成本中的占比为 21.7%，制度性贸易成本

的降低可以改善贸易福利（韩佳容，2021）。制度性贸易成本在全国的总成本为

20%～30%，由于部门差异，不同部门产品的制度性贸易成本也存在差异，畅通国内大

循环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降低国内贸易成本。

本部分用公式（17）计算 2010年贸易成本，表 5给出贸易成本变化后的反事实分

析。实验 4给出当 2010年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贸易成本均下降 20%后的结果，

① 根据公式（6）和（7），单位GDP能耗变化通过对Pe，j和商品价格Pi，j的变化讨论，讨论迁移成本和贸易成

本等变化对能耗的影响主要讨论它们对Pe，j和商品价格变化的机制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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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移民数量不变，省际移民会增长 0.1%，城镇化率会上升 0.1个百分点，实际GDP
和社会总福利分别会增长 7.9%和 2.9%，单位实际GDP能耗会下降 7.3%，单位名义

GDP能耗会下降5%。

由于部门产品的制度性贸易成本存在差异（韩佳容，2021），实验 5给出服务业部

门产品贸易成本下降 20%，其他部门产品贸易成本不变的反事实分析，结果表明：当

贸易成本变化后，省内跨部门移民会小幅增加 0.3%，省际移民会增长 0.2%，城镇化率

会上升 0.1个百分点，实际GDP和社会总福利分别会增长 3%和 1%，单位实际GDP能
耗和单位名义GDP能耗分别会下降 2.9%和 0.8%。实验 6给出制造业部门产品贸易

成本下降 20%，其他部门产品贸易成本不变的反事实分析，结果表明：当贸易成本变

化后，省内跨部门移民会小幅增加 0.4%，省际移民会增长 3.5%，城镇化率会上升 0.5
个百分点，实际GDP和社会总福利分别会增长 7%和 2%，单位实际GDP能耗和单位

名义GDP能耗会分别下降6.6%和5%。

表5 贸易成本变化影响

变化

实验4
实验5
实验6

省内移
民增长
（%）
0
0.3
0.4

省间移
民增长
（%）
0.1
0.2
3.5

城镇化
提高

（百分点）

0.1
0.1
0.5

实际
GDP增长
（%）
7.9
3.0
7.1

社会
总福利
（%）
2.9
0.9
2.3

单位实际
GDP能耗
（%）
-7.3
-2.9
-6.6

单位名义
GDP能耗
（%）
-5.0
-0.8
-5.0

服务占比
增长

（百分点）

-0.3
0.4
-0.7

3.畅通劳动力和商品流通的影响效应

表 6给出同时畅通劳动力和商品流通的国内大循环改革的影响。由于存在规模

经济，共同改革带来商品和要素同时起作用影响的叠加效应更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

效应，因为生产规模经济效应，降低迁移成本有利于劳动力集聚，降低贸易成本有利

于国内商品运输和集聚，进而带来增长和提升福利（商品价格下降）。实验 7的反事

实分析结果表明，同时将劳动力流入城镇的成本下降 1/4和整体贸易成本下降 20%
时，经济和社会总福利的增长会出现“1+1>2”的影响效应，即同时改革效应大于单项

改革加和。另一方面，根据表5，部门贸易成本变化对移民和产业结构的影响并不大，

故即使迁移成本和贸易成本的共同改革，改革对移民和产业结构主要起作用的仍然

是劳动力流动。故移民、城镇化和产业结构调整会出现“1+1≈2”的影响效应。单位

GDP能耗（尤其是单位名义GDP能耗）下降会出现“1+1<2”的影响效应，原因是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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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带来的商品和能源价格变化小于单独改革效应加总的影响。

实验 8给出同时将流入城镇的成本下降 1/4和服务业部门贸易成本下降 20%的

反事实分析结果，同实验7类似。

表6 畅通劳动和商品流通变化的影响

变化

实验7
实验8

省内
移民增长
（%）
35.4
35.3

省间
移民增长
（%）
42.0
42.8

城镇化
提高

（百分点）

9.5
9.4

实际
GDP增长
（%）
14.8
9.7

社会
总福利
（%）
11.7
9.6

单位实际
GDP能耗
（%）
-12.9
-8.8

单位名义
GDP能耗
（%）
-4.8
-1.4

服务占比
增长

（百分点）

4.1
5.0

说明：实验 7指迁移成本下降 1/4且所有部门贸易成本下降 20%；实验 8指迁移成本下降 1/4且
服务业部门贸易成本下降20%。

4.改变生产技术的影响效应

前面是基于保持技术水平不变的分析，随着时间推移，一方面，技术水平提高会

带来生产技术进步；另一方面，绿色技术水平提高导致的绿色技术革命会直接影响能

源使用效率或绿色技术进步改革（尤其是制造业绿色技术进步），进而带来生产技术

进步。研究表明，规模经济或集聚经济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和技术水平进步（林伯强和

谭睿鹏，2019；邵帅等，2019；陆凤芝和王群勇，2022）①，因此，有必要探讨生产技术进

步的影响。

生产技术进步的直接表现是生产率提高，表 7给出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相关部门

TFP提高 10%的反事实分析结果。结果表明，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TFP提高后，单位

名义和实际GDP能耗均大幅下降，实际GDP大幅增加。

表7 生产技术变化影响

变化

M
S

省内
移民增长
（%）
1.1
0.6

省间
移民增长
（%）
0.3
0.9

城镇化
提高

（百分点）

0.5
0.2

实际
GDP增长
（%）
7.9
7.7

社会
总福利
（%）
2.6
2.1

单位实际
GDP能耗
（%）
-7.3
-7.1

单位名义
GDP能耗
（%）
-6.0
-3.2

服务占比
增长

（百分点）

-1.3
1.2

说明：M是指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制造业部门 TFP提高 10%；S是指保持其他条件不变，服务业

部门TFP提高10%。

① 劳动力流动和商品流通带来的集聚如果促进技术进步提高也会影响绿色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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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敏感性分析

（一）变化规模效应的大小

考虑了规模经济效应的生产函数属于内生化技术进步，集聚带来的规模效应是本

文关心的核心机制之一。经验研究基于不同的数据发现，规模效应大小主要在0.01到
0.15之间（Rosenthal and Strange，2004；李静等，2014；孔令乾等，2019；Henderson et al.，
2022），本小节考察不同规模经济下的反事实分析。表8的Panel A给出提高各部门生

产规模效应弹性（制造业、服务业和能源部门均较基准分析提高 0.05），畅通要素和商

品国内大循环后的反事实分析结果。

Panel B给出规模经济效应为 0时的反事实分析结果。结果表明，没有规模经济

的迁移成本下降会使省内和省间移民、非农就业占比均上升，实际GDP增长。相比于

Panel A和表 4的实验 1，没有规模经济的反事实经济增长变小，单位GDP能耗小幅下

降。没有规模经济时降低贸易成本的反事实分析结果表明，贸易成本下降后，省内和

省间移民、非农就业占比均上升，实际GDP增长，单位GDP能耗下降，较表 5实验 4的
变化幅度小。

上述结果表明，规模效应越大，迁移成本和贸易成本下降带来的单位GDP能耗下

降和实际GDP增长越大，但是变化的幅度较稳定，约为4%～8%（例如，0.3/5.9≈5%）。

表8 不同规模经济下的成本变化影响

变化

Panel A：扩大规模经济效应，( ζa，ζm，ζs，ζe ) =（0，0.1，0.15，0.1）
降迁移成本

降贸易成本

同时改革

Panel B：规模经济效应为0，( ζa，ζm，ζs，ζe ) =（0，0，0，0）
降迁移成本

降贸易成本

同时改革

省内
移民增长
（%）

35.0
-0.1
35.1

35.5
0.1
35.9

省间
移民增长
（%）

44.0
0.2
43.4

41.1
0
40.3

城镇化
提高

（百分点）

9.4
0.1
9.5

9.3
0.1
9.4

实际
GDP增长
（%）

6.6
8.0
15.2

6.2
7.8
14.4

单位实际
GDP能耗
（%）

-6.2
-7.4
-13.2

-5.9
-7.2
-12.6

单位名义
GDP能耗
（%）

-1.2
-5.2
-5.2

-0.7
-4.9
-4.4

服务占比
增长

（百分点）

4.5
-0.3
4.1

4.5
-0.2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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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化贸易弹性的大小

上面的模型重点关注集聚经济和空间配置效应，没有进一步考虑可贸易部门

内部产业结构差异。如果不同区域在非农部门内部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异，商品和

要素流动所带来的产出和环境效应同基准结果也有差异。本小节考虑制造业和服

务业部门贸易弹性 σ的不同取值（农业和能源部门调整贸易弹性类似分析），用来

近似刻画不同区域在非农结构上的差异：如果不同区域之间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内

部结构越相似，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整体的替代弹性就越高，贸易弹性σ也越大。

基准分析对不同部门替代弹性取值为4，本部分检验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商品

不同的贸易替代弹性下，迁移成本和贸易成本变化的反事实分析。表 9给出在不同

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产品贸易替代弹性下的成本变化的影响。将部门替代弹性取值

放大为 6的结果表明，如果提高地区间商品的可替代性，单位GDP能耗下降和经济增

长的效果会变大，省际移民增长较基准（表4实验1和表5实验4）减少。

表9 提高贸易替代弹性下的成本变化影响

变化

降低迁移成本

降低贸易成本

同时改革

省内
移民增长
（%）
35.4
0.1
35.7

省间
移民增长
（%）
43.3
0.1
42.4

城镇化
提高

（百分点）

9.5
0.1
9.6

实际
GDP增长
（%）
6.7
9.6
16.7

单位实际
GDP能耗
（%）
-6.3
-8.6
-14.3

单位名义
GDP能耗
（%）
-1.3
-5.3
-5.2

服务占比
增长

（百分点）

4.8
-0.5
4.0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是否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从全局来看，在一个

有要素配置障碍的经济里，经济增长、结构优化和环境保护之间并不矛盾。在后工业

化发展阶段，经济的集聚发展和要素资源向高效率地区配置既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又

可以通过规模效应和再配置效应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本文基于空间一般均衡模型，

定量分析劳动力空间配置和贸易成本对能源利用效率、经济结构和产出的影响。我

们的分析结果表明，要素和商品的国内循环不畅是中国能源利用效率不高的重要原

因。降低劳动力流动和贸易成本会使非农就业占比和实际GDP上升，单位GDP能耗

下降。随着规模经济扩大，上述效应会相应增加。

本文为实现“双碳”目标和经济增长共赢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可行的政策建议：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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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不是减生产力；“双碳”目标要从全国角度来衡量，畅通国内大循环，可以实现产业

结构优化、经济增长和单位GDP能耗下降的多赢，真正实现在经济发展中促进绿色转

型、在绿色转型中实现更大发展，使中国经济“在集聚中减碳”。本文也有一般性的政

策启示意义：中国是一个兼顾全局和多维发展目标的大国，需要充分尊重经济发展规

律，进一步破除商品和要素跨地区配置障碍，充分发挥规模经济和统一大市场对经济

现代化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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